
一 导言

前辈学者曾经倡导：做学问需要从不疑处生

疑。什么叫“不疑处”？我的理解，就是一般以为“当
然如此”的问题。因为“当然如此”，无人去深究，人
们自然对它“不疑”。不仅不疑，有时甚至像对待几
何公理那样，把它作为推导、证明其他问题的基础，

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

方广锠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234）

内容摘要：“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指佛教的产生固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

文化乃至亚洲其他地区文化的汇流。本文从佛典翻译入手，先后探讨了两种文化交流中的格义现象、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现

象、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现象，从而加深了对文化汇流背景的研究。文章进而提出新的论据，论证了文化汇流的存在，亦即中

国文化传入印度，影响印度佛教的事实。

关键词：格义；文化反浸；文化加工；文化汇流；疑伪经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4106-（2011）03- 0092- 14

Cultural conver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FANG Guangch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hai 200234）

Abstract：“Cultural Convergence in Buddhist Development”means that，though Buddhism originated from
Indian cultures，its development should be ascribed to the convergence of Indian cultures，Chinese cultures and even
other Asian cultures. Starting from 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text for cultural convergence in
depth discussing the concept- matching in exchanges between two cultures，cultural antiimmersion in 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and cultural processing in Buddhist text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lso comes up with new
evidence to testify the existence of cultural convergence，namely the fact that Chinese cultural was introduced into
India and influenced Indian Buddhism.

Keywords：Concept- matching；Cultural Anti- immersion；Cultural Processing；Cultural Convergence；Apocrypha
sutr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收稿日期：2010- 12- 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06@ZH007）；上海市社科基金（2005DZX001）

作者简介：方广锠（1948－ ），男，江苏省邗江县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011年第 3期
（总第 127期）

敦煌研究

DUNHUANG RESEARCH
NO.3. 2011

TOTAL 127

92· ·



但是，从学术发展史考察，很多问题都是从人们以为

“当然如此”的地方，也就是从不疑处生发出来的。
就佛教而言，曾长期存在这样两个人们以为当

然如此的问题：

第一，就中国佛教而言，古代很多人认为，中国

佛教徒应该学习纯正、正统的印度佛教并在传播中
努力保持印度佛教的纯正性。按照这种思维方式，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与以

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过是泾水、渭水
的关系。泾水、渭水虽然合流，但依然泾渭分明。
第二，就印度佛教而言，人们把佛教在印度的

产生与发展，完全看作是印度文化本身的自我逻辑

演化。一旦发现在佛教典籍中有其他文化的因子，他
们就主张：这些内容不属于佛教，这些经典是伪经。
上述两点，成为很多人看待佛教的思维模式。

在我接触的范围内，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论证过上述

两个思维模式的合理性，但人们一直把它们作为

“当然如此”的事实，作为思考其他问题的基础。佛
教内部如此，佛教外部也是如此。
就上述前一个模式而言，佛教传入中国，儒教、

道教很多人攻击它是夷教，反对以夷变夏。南北朝
三教论衡，夷夏论是个大题目。唐代韩愈依然拿它
做文章。直到宋代以下，我们有时还能从儒家知识
分子那里听到这种声音，这说明了儒家思想的僵化。
我在《佛教志》[1]一书中曾有简要分析，此不赘述。
近代以来，通过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人们发

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实际上始终在接收中国文化

的影响，始终在因应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乃至

最终由印度佛教逐渐演化为中国佛教。人们把这一
过程称为“佛教的中国化”。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有
关佛教中国化的讨论十分兴盛，现在已经成为中国

学术界的共识。也就是说，上述两个基本思维模式
中的前一个模式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但后一个模

式，即“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完全是印度文化本身的
自我逻辑演化”，至今还没有被动摇。“佛教发展中
的文化汇流”的提出，就是对后一个模式的挑战。
所谓“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是指由于文化
的交流从来是双向的，因此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

但随着佛教传到整个亚洲，在影响亚洲文化面貌的

同时，它本身也受到整个亚洲文化的滋养。可以说
佛教的产生固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

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乃至亚洲其他地
区文化的汇流。

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现象是涉及佛教发展

全局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当时写了《关于〈净度三昧经〉
的目录学考察》①，做了一些资料的准备。2005年正
式写了《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与《试论佛教

发展中的文化汇流》（附赘语）两篇文章，分别在海

峡两岸及日本发表②。在上述文章中，我以《净度三
昧经》等经典为例，说明在佛教发展中存在着文化

汇流现象并初步分析了文化汇流现象得以产生的

原因与方式。在此拟拓展这一论题的背景，提出新
的证据，以作进一步的探讨。我相信，随着研究的逐
步深入，我们将能更加清楚地描绘出古代佛教是怎

样在亚洲各地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发展的。

二 从文化传播看佛典翻译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

典也随之传入③。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宗教的传播从本质

上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用这一观点来考察，则佛
教向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佛教这一特定的宗教体

① 方广锠《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目录学考察》（中文、日文），

载《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 2卷，日本大东出版社，1996年。又
以《从经录著录看〈净度三昧经〉的真伪》为名，载《周绍良先生欣
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

②《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载《华东师大学报》，2007
年第 1期。又载日本东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第 11
号，平成 19年（2007）。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宗教》2007年
第 3期转载。《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附赘语），载《法音》，
2007年第 3期。又载《普门学报》第 43期，2008年 1月。

③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将东汉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感
梦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与此相应，将传为摄摩腾翻译的
《四十二章经》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其实，“感梦求法说”理或
有之，惜无实证；且因后代佛教徒踵事添华，搞得面目模糊，自相矛

盾。如无新的材料面世，现在很难做出进一步的证实或证伪。各种材
料证明，即使感梦求法确有其事，也并非佛教传入之始。由此，所谓
《四十二章经》自然也不是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经（关于汉明帝感梦
求法及《四十二章经》问题，前贤考订甚详，此不赘述。可参见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的有关章节以
及上个世纪讨论这些问题的相关文章）。相对而言，《三国志·魏书·
西戎传》注引之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大月氏使臣伊存向中国的
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的记载较为可信。伊存虽依西域习惯口
授，景卢却照中国方式笔录。因此，《浮屠经》才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
经（参见方广锠：《〈浮屠经〉考》，载《法音》，1998年第 6期）。待到东
汉末年，佛典已经大量传到中国，并被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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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从它的原产地南亚印度文化圈向东亚中国文化

圈传播的过程①。宗教是一种依托于某一特定人群
的思想文化形态，它与丝绸、瓷器之类有形的物质
文明有很大的不同。丝绸、瓷器等物品能够从中国
向外传播，主要是它们具备了某些能够满足人们实

际生活所需的具体功用。当然，中国的丝绸、瓷器也
凝结了中国文化的元素，也起到传播中华文明的作

用，但那些文化元素是具象的，依托在丝绸、瓷器等
具体的物品上。宗教的功用则主要表现在精神层
面②，其构成则表现为一系列特有的范畴与独特的

范畴组合，由此形成该宗教的理论与践行。这些理
论与践行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在某一特定文化圈

中形成的某一宗教，它的各种范畴具有浓厚的特定

文化圈的色彩；第二，这些范畴的组合方式，服从于

该特定文化圈人们的思维模式；第三，宗教理论与

践行的传播，需要依托特定的人群。一般情况下，这
一人群就是该宗教所依托的人群。
由此，佛教传入中国，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要

把在印度文化圈产生的组成佛教的理论与践行的

特有范畴及范畴组合转变成中国文化圈能够接受

的形态。这一任务由来华的佛教徒承担，转变的具
体方式就是翻译。

三 格义———两种文化交流的规律之一

初期来华的外国佛教徒，我想也许可以分为

两类：

一类人对中国文化较为隔膜，对他们来说，由

于不通华语，不了解中国文化，无法独立完成翻译

佛教典籍的任务，只能通过担任传译的中国人来翻

译佛典、传播佛教，但初期那些担任传译的中国人
刚刚接触佛教，不可能真正了解佛教。在这种近乎
双盲的情况下，佛教大概只能以依附或攀缘中国的

某种相近学说的面貌出现。
一类人对中国文化较为了解，虽然他们了解佛

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为了

能够让佛教更加顺利地锲入中国社会，他们不得不

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主动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
康僧会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于是产生所谓“格义”。
上面是从佛教初传时佛教方面所拥有的客观条

件来分析格义产生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主客位文化
的角度，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思考格义产生的原因。

当时，中国文化是主体（主位文化），佛教文化

是客体（客位文化）。佛教文化在中国能否为人们所
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这一主位文化如

何认识佛教这一客位文化。我们知道，主体阅读客
体时，往往会出现坚持本位立场、强不知以为知、自
以为是、为我所用的现象。这也是佛教初传时产生
格义的原因之一。
由此，格义实际是两种文化形态相互交流中必

然出现的现象。
根据目前资料，“格义”这个名词是东晋竺法雅

提出来的，据《高僧传》卷 4：
竺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

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谘禀。时依
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
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

例，谓之“格义”。③

竺法雅的“格义”，指“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
所谓“经中事数”，即佛经中的法数，如五阴、十二
入、十八界之类；所谓“拟配外书”，就是用中国传统
典籍中的概念匹配比拟佛教法数，比如用仁、义、
礼、智、信来比拟佛教的五戒。竺法雅企图用“格义”
这种方法帮助初学者增进对佛经的理解。
竺法雅的格义摄意较窄，只是“以经中事数拟

配外书”，但用中国传统概念比附印度佛教范畴这

① 本文在此采用“印度文化圈”、“中国文化圈”这两个概念，

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古代南亚次大陆乃至东南亚、中亚很多地区
都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但这些地区与现实的政治实体印度并不完

全等同，故称之为“印度文化圈”。同理，古代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中国文化圈”与今天的政治实体中国也不完全等同。故“文化圈”
与作为现实政治实体的国家是两个概念，不可混淆。第二，印度文
化圈与中国文化圈并非两个互不相交的区域。恰恰相反，两个区域
相互有很大的重合，比如东南亚、中亚，古代既深受印度文化的影
响，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中一些地区甚至受到中国文化支配
性的影响，乃至从属中国中央政府统治。因此，就文化分布而言，这
一带既属于印度文化圈也属于中国文化圈。当然还有本土文化因
素，这也是不容忽略的。第三，很多佛教经典是通过中亚（大月氏、
大夏、康居等），特别是通过狭义西域（亦即今天的新疆）传入中国
内地，而不是从印度本土（即天竺）直接传入的。不少经典就是在上
述地区产生的，而这些地区，特别是狭义西域，自古深受汉文化影

响。理解上述三点，对理解本文的主旨“文化汇流”具有重要意义。
② 一定的宗教也创造出从属于自己的一定的物质文化，但
这些物质文化，在整个宗教中，处于表层或下层。

③ CBETA：《电 子 佛 典 集 成 》2010 版 ，T50，No. 2059，
p. 347A18－22。引用时已依据校记订正原文，以下据校记订正原
文者不一一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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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从佛教初传起，便一直活跃在佛典的翻译

与学习中。比如《高僧传》卷 2“鸠摩罗什传”说：“自
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
所出，多滞文格义。”[ 2]这是批评三国支谦、西晋竺法
护等前代佛教翻译家的翻译多有格义现象。《高僧
传》卷 5称道安说：“先旧格义，于理多违。”[ 2] 355这是
批评前此的佛教徒在学习中因采用格义而误解佛

典原意。也就是说，“格义”可以分为狭义的格义与
广义的格义。狭义的格义一词由竺法雅提出，具有
特定的含义，即“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广义的格
义，即“用中国传统概念比附印度佛教范畴”早就产
生，广泛使用，且一直延续到后代。陈寅恪指出：

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的理学，皆格

义之流。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的疏《盂
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

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的变相。然
则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

则盛行于后世。它是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
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在我国哲学史上

尤不可不作记叙。[ 3]

陈寅恪的这段话既指出格义是“我民族与他民
族二种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又谈到后人如何
利用格义发展理论。也就是说，广义格义的运用在
两个不同民族思想的交流中已经远远超出“初次混
合品”这一初级阶段，有着更深、更广的意义。
虽然“格义”是个佛教命题，虽然陈寅恪也是在
论述佛教时把格义称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
思想的初次混合品”，但我认为，任何特殊事物中都
蕴含着一般规律。实际上，直到近现代，在中外文化
交流中，我们依然经常可以看到作为“初次混合品”
的格义的影子。因此，广义的格义是两种文化交流
时必然出现的现象，是文化交流的规律之一。
全面论述广义的格义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涉

及的问题很多、很大，非本文所能。即使在中国佛教
史上，广义格义的产生与发展也可以分成几个不同

的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发挥着不

同的作用。故以下仅拟谈谈格义在古代佛典翻译中
的表现，诸如无意的误解、有意的附会、特意的曲解
等，作为论述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背景描述。

四 格义与佛典翻译

佛典翻译是把佛教理论体系从印度文化圈搬

移到中国文化圈的主要方式。佛典翻译不仅要解决
不同文化的语言文字、表述习惯的差异，更重要的
是要解决不同文化的概念范畴、思维模式的差异。
解决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文字及表述习惯的差异，

已经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所以道安有翻译佛典

“五失本”之叹①。事实上，相对于不同的概念范畴、
思维模式而言，解决语言文字及表述习惯的差异只

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已。
如前所述，佛教的理论体系由各种范畴有机构

成，这些范畴往往有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如果考
察这些范畴与中国文化圈中有关范畴的关系，可以

简单归纳为如下三种情况②：

第一，中国文化圈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范畴，比

如“人”。
第二，中国文化圈有大体相近的范畴，但意义

有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比如“地狱”、“天”。
第三，中国文化圈中根本没有这种范畴，比如

“轮回转世”、“泥洹”。
翻译时，如果遇到第一种情况，相对比较简单。
如果遇到第三种情况，我相信虽然翻译者会感到非

常困难，但还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人们终于
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名词，诸如意译名词“轮回转
世”、“解脱”；音译名词“佛”、“泥洹”；音译、意译相
结合的名词“舍梨子”来对译这些中国文化圈原本
没有的范畴。恰恰在第二种情况下，最容易望文生
义，亦即产生格义，从而引起似是而非的理解。也恰
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很难发现自己的翻译与

印度文化圈的原意已经发生偏移，用自己的翻译名

词去理解佛教，甚至以为“当然如此”。

五 “翻译中的文化反浸”现象

我在阅读佛经的时候，往往发现汉译佛经中会

① 道安曾经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五失本：“译胡为秦，有五失
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
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
叹咏，叮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
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
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
除此。五失本也。”参见《出三藏记集》卷 8（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10版，T55，No. 2145，p. 52B23－C2）。五失本所述，均为翻译中遇
到的两种文化的语言文字、表述习惯等技术性问题。

② 本文在此仅为简单区分与例举，未作深入探讨，如果深入
探讨，则问题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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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佛经原本在印度文
化圈中产生，不应该出现这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

畴。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会进入
汉译佛经，我以为这是佛经翻译过程中，遇到上述

第二种情况，翻译者采用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对译

与该范畴意义相近的印度文化圈范畴，从而产生上

述现象。这里举一个例子：
《中阿含经》卷 35记载摩揭陀国未生怨鞞陀提
子（即阿阇世王）想要攻打跋耆国，派大臣前往鹫岩

山（即灵鹫山）咨询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说：只要跋
耆国人坚持执行“七不衰法”，那么跋耆国就是不可
战胜的。所谓“七不衰法”，实际是七条行为规则或
道德规范。在《长阿含经》卷 2中，也记载了同样的
故事，行文虽然比《中阿含经》顺畅文雅，但对“七不
衰法”的翻译却有不同。这里将两者的不同罗列如
下（表 1；为便于比较，表中对《长阿含经》卷 2中“七
不衰法”的先后次序有所变动，可参见笔者所加的
序号）①。
从《中阿含经》第 1－2条可以看出，这个跋耆国

与释迦牟尼的祖国迦毗罗卫国一样，都处在原始社

会的晚期。若有大事，部落成员集体开会，商议决
定，但《长阿含经》的翻译却把印度原始社会的平等

会商制度，表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君臣和顺，上下
相敬”。
《中阿含经》第 3条讲的是跋耆国人坚持传统，
不加变动，但《长阿含经》卷 2 翻译为“不违礼度”。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行为法则。

《中阿含经》第 4条讲的是不强暴妇女，这是对
男人的道德要求。《长阿含经》相应的条目翻译为
“闺门真正，洁净无秽。至于戏笑，言不及邪”，变成
对女人的贞洁指标。要求妇女守贞，正是中国封建
社会儒家道德的主要特征之一。
《中阿含经》第 5条讲的是尊重、供养贤人，听从
他们的教导。《长阿含经》相应的条目翻译为“孝事
父母，敬顺师长”，这一翻译，与原意相差甚远。
《中阿含经》第 6条讲修寺供神，但《长阿含经》
卷 2相应的条目加入了“宗庙”这一中国元素。
第 7条评述从略。
日本中村元曾经将上述两种翻译与南传巴利

语佛典进行比较，指出《中阿含经》卷 35 的翻译比
较忠实原意，而《长阿含经》卷 2则大幅度偏离了原
典。很显然，这是翻译者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
上，用中国传统文化去理解印度佛典，从而有意无

意地曲解了印度佛典的原意。这样翻译出来的印度
佛教经典，已经渗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我把翻
译中的这种现象，称为“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

六 略谈汉译佛典中的“孝”

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道德纲目。佛教初
传时，中国正属两汉、西晋。当时，孝在所有道德纲
目中最为重要，有所谓“以孝治天下”的说法。中国
的这一现实环境，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汉译佛典。
佛教讲报四恩，具体是哪四恩，不同典籍说法

不同，但均有“父母恩”。我曾经指出：
印度佛教根本没有‘孝’这一词汇，

而采用‘报恩’这一说法。佛教认为，释迦
牟尼在无始以来的轮回转世中，曾无数

次地当过各个众生的父母，也曾无数次

《中阿含经》卷 35 《长阿含经》卷 2

1.跋耆数数集会，多聚集
1.跋祇国人数相集会，讲议
正事

2.跋耆共俱集会，俱作跋耆
事，共俱起

2.跋祇国人君臣和顺，上下
相敬

3.跋耆未施设者不更施设，
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旧跋耆

法善奉行

3.跋祇国人奉法晓忌，不违
礼度

4.跋耆不以力势而犯他妇、
他童女

6.跋祇国人闺门真正，洁净
无秽。至于戏笑，言不及邪

5.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
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
闻教则受

4.跋祇国人孝事父母，敬顺
师长

6.跋耆所有旧寺，跋耆悉共
修饰，遵奉、供养、礼事，本
之所施常作不废，本之所为

不减损

5.跋祇国人恭于宗庙，致敬
鬼神

7.跋耆悉共拥护诸阿罗诃，
极大爱敬，常愿未来阿罗诃

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

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
床榻、汤药、诸生活具

7.跋祇国人宗事沙门，敬持
戒者，瞻视护养，未尝懈惓

①《中阿含经》卷 35引文，参见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10版，T01，No. 0026，pp. 648B25－649A24。《长阿含经》卷 2引
文 ，参 见 CBETA：《电 子 佛 典 集 成》2010 版 ，T01，No. 0001，
p. 11A24－B15。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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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当过各个众生的子女。因此，释迦牟尼
并不以某个特定的众生为对象而报恩。
他要普度众生，这也就是最大的报恩。也
就是说，佛教是联系轮回来看待亲子关

系的，这就使它的“报恩观”与中国的“孝
道观”出现很大的差异。[ 4]

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容不得

它不讲孝。早期的三教论衡，“孝”为儒、道两教攻
击佛教的一大题目，佛教不得不做出回应，如庐山

慧远，著文申明佛教与中国的孝道并无悖逆，相

反，它不但符合孝道，而且是超越中国的孝道的更

大的孝。企图以此消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
盾，实质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佛教。正因为如
此，原本宣传破除吝啬，宣传斋僧可以免除地狱之

苦的《盂兰盆经》，在中国发展为宣传孝道的经典，

进而发展出以“目连救母”为主题的变文及大本目
连戏。这都是中国文化对外来佛教进行改造的具
体表现。
汉译佛典中出现“孝”，同样是中国文化对外来

佛教进行改造的方式之一。印度佛教典籍中所谓
报“七世父母恩”，其“七世父母”，指的是当事人在
七次轮回中所遇到的父母。这“七世父母”，可能是
人，也可能是六道中的任何一类有情，但中国人往

往把“七世父母”理解为血统上的七代祖先，诸如
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之类①。
有研究者对我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方广锠先生在《佛教典籍百问》中说，

印度佛教没有“孝”这个词汇，只有“报恩”
的说法，而且不以某个特定的众生为报恩

对象。无独有偶，耿敬在《佛教忠孝观的儒
家化演变》中也说“原始印度佛教在忠孝
观上与中国儒家忠孝有着很大的差异。在
印度，佛教并不特别注重孝顺思想的宣

扬，只是从佛教的报恩思想出发，才在一

些后世佛经中引发出孝顺亲者的主张”。
从他们的话来看，似乎佛教最初是没有

“孝道”这一词汇的，只是后世传至中土
时，为了适应国情，才从原有的报恩思想

引申出“孝”这种理论。
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原始佛教由

于缘起和轮回思想的影响，对孝道不是很

关注也许是事实，但要说没有“孝”这个词
汇，未免有失偏颇。其实，在最早传入中国

的《四十二章经说》中就有“人事天地鬼
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而在《佛
说梵网经》中更明确出现了“孝道”这一词
语，“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加报，若国
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加报。杀生报生，不
顺孝道”。

…………
佛教戒律更是针对这种不孝顺的人

专门制定了具体的戒条以示惩罚。
《五分律·卷二十》说：“从今听诸比丘，
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
《佛说梵网经》还规定了几种关于不孝的

“轻垢罪”：佛的弟子，应常发“孝顺父母师
僧”之愿，若“一切菩萨不发是愿者，犯轻
垢罪”；“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也犯
轻垢罪……[ 5]

文章引用汉译佛经，企图证明印度佛教也有

“孝”这个词汇。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做文献学的溯
源考察，不了解汉译佛典中的这些“孝”，都是翻译
中文化反浸的产物，立论也就无法成立。因此，说印
度佛教有“孝”这个词汇，不能从汉译佛经中去寻找
证据，而要到印度的原典中去寻找。其实，不仅印
度佛教没有“孝”的观点，整个印度文化都联系轮回
转世观察亲子关系，没有与中国的“孝”相同的伦
理规范，也没有一个能够与中国的“孝”完全对应
的词汇。
某些印度佛典，如《五分律》及其他印度律本确

有“供养父母”一说，但是，“供养”与“孝顺”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这一点《论语·为政》讲得很清楚：

子游问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如果仅仅是“供养”，养狗、养马也是养，这不能
算“孝”。孝要“恭敬”，核心是“无违”②，即以“礼”作
为行为规范，遇事顺从父母的意愿。其极端的表现，
就是所谓“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后代将“孝顺”连
用，说明了孝的精义。

① 印度婆罗门教为强调自己的血统纯正高贵，有“七世父母

真正”的说法。这里的“七世父母”也是从血统上讲的。
②《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
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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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可以举出五戒、八戒等例子，说明“孝”是
怎样被强加到早期汉译佛典中的。
按照正统的解释，五戒指：一、不杀生，二、不偷
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三国吴支谦
翻译的《梵摩渝经》称五戒为：

守仁不杀、知足不盗、贞洁不淫、执信
不欺、尽孝不醉。[ 6]

前四条虽然加入“仁”、“贞”、“信”等中国的道
德纲目，但与原文相比，大致不差。第五条加入的
“尽孝”，则是原文中怎么也找不出来的。
吴康僧会的《六度集经》的《梵摩皇经》说转轮圣

王用“五教”治理天下，这“五教”实际就是五戒：
一者，慈仁不杀，恩及群生。二者，清

让不盗，损己济众。三者，贞洁不淫，不犯
诸欲。四者，诚信不欺，言无华饰。五者，奉
孝不醉，行无玷污。[ 7]

可见把“孝”塞入五戒不是个别的行为。有意思
的是还把“不饮酒”改为“不醉”，看来中国的酒文化
是很难改造的，所以那些翻译家不得不作出妥协。
至于八戒，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受十善戒

经》称：

如来为在家人制出家法：一者，不杀。
二者，不盗。三者，不淫。四者，不妄语。五
者，不饮酒。六者，不坐高广大床。七者，不
作倡伎乐，故往观听，不着香熏衣。八者，
不过中食。应如是受持。[ 8]

在《六度集经》中，八戒被表述为：

一当慈恻，爱活众生。二慎无盗，富者
济贫。三当执贞，清净守真。四当守信，言
以佛教。五当尽孝，酒无历口。六者无卧，
高床绣帐。七者晡冥，食无历口。八者香华
脂泽，慎无近身；淫歌邪乐，无以秽

行。[ 7] 48-49

有趣的是，同样是《六度集经》，对第五戒的表

述一为“奉孝不醉”，一为“当尽孝，酒无历口”。可见
康僧会完全知道第五戒的正确表述应该是“不饮
酒”，说明他对第五戒的曲解是有意为之。也就是
说，康僧会的行为已经不能用“翻译中的文化反浸”
来解释，而要用下文的“编译中的文化加工”来诠释。

七 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

按照现代标准，翻译活动可以分为翻译、编译

两类。所谓翻译，指作品完全忠实于原文。所谓编
译，则容许编译者在作品基本内容依然忠实于原文

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增删润饰，甚至撮略大意。
如果拿现代的标准去观察古代，可以发现，中

国古代的佛典翻译情况非常复杂，很难用现代的标

准去衡量。为避文繁，此处不讨论古代佛典翻译的
各种形态，仅对编译做一个定义，以便下文的讨论。
我认为：中国古代佛典的编译指编译者按照某一主

题对原始资料进行剪裁、组织乃至加工，由此编纂
而成的文献。编译佛典的原始资料应为域外佛典，
其具体来源可能是单一的，即来自同一部域外经

典；也可能是多元的，即分别采撷自不同的域外经

典。按照上述定义，诸如《六度集经》、《贤愚经》、《大
智度论》都属于编译。
与翻译相比，编译者在进行编译时，其创作的

自由度更大。上文谈到，早期来华的佛教徒可以分
为两类，其中一类较为了解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差

异，为了能够让佛教更加顺利地锲入中国社会，主

动地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康僧会就是这一类人的
代表。康僧会，僧史有传，他祖籍康居，世居天竺，父
亲经商，移居交趾（今越南河内）。汉末三国，交趾汉
文化昌盛，佛教亦较发达，康僧会自幼生长在这样

一种文化氛围中，兼有中印文化的良好素养。在此
看看康僧会在编译《六度集经》时，如何用中国文化

对印度佛教进行加工。
（一）孝等道德纲目

如前所述，汉末三国，中国标榜“以孝治天下”①。
“孝”这一道德纲目，不存在于印度文化圈，然而在
《六度集经》，共出现“孝”54次。我们可以看其中的
一些表述：

《六度集经》卷 1：“孝子丧其亲，哀恸躃踊。”[ 7] 5

《六度集经》卷 1：“违父之教，为不孝矣。”[ 7] 5

《六度集经》卷 3：“孝顺父母，敬爱九亲。”[ 7] 11

《六度集经》卷 5：“父母年耆，两目失明。睒为悲
楚，言之泣涕。夜常三兴，消息寒温。至孝之行，德香
熏干。”[ 7] 24

《六度集经》卷 6：“吾之本土，三尊化行，人怀十
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比门有
贤。”[ 7] 37

康僧会如此推崇孝的目的，是为了将“孝”这一

①三国中，曹魏为寒族掌权，唯才为举。孙吴为大族秉
政，以孝治国。详见陈寅恪有关论述。交趾时属孙吴。

98· ·



当时最高的道德纲目与佛教的最高目的奉佛———
信仰佛教———等同起来。在睒子故事中，他反复强
调“奉佛至孝”，主张这种“奉佛至孝”之德可以感天
动地，乃至使国丰民康，天下太平。
除了孝以外，“仁”出现 130次。此外，诸如“子
孝臣忠”、“君仁臣忠”等，均为《六度集经》宣扬的正
面形象。
（二）魂灵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人有魂灵。人死魂灵
为鬼为神，模样与生人无异。世界的本体是元气，故
魂灵的本质也是元气。
印度佛教主张轮回。轮回思想乃印度的普遍观
念，属于“当然如此”的问题。因此，初期佛教时期，
凡与轮回有关的问题，都无人怀疑，无需讨论。外道
对轮回主体问题的讨论，当时被释迦牟尼视为“戏
论”。初期佛教已有“无我说”，但当时的“无我”意为
“非我”，即不要把“非我之物”执着为“我”，目的是
破除贪欲[ 9]。部派佛教时期理论开始细密，从不疑处
生疑，用“诸行无常”理论统率并发展了“无我”理
论。此时的“无我”指在现实世界中，一切有为法都
无常迁变，人的肉体中也不可能有常一不变的

“我”。这样，“无我”理论便与轮回转世理论产生矛
盾：既然没有常一不变的东西，人死轮回，靠什么联

系前生后世？各部派对此解释不同，发展了自己的

理论。最基本的解释以变动不居的“识”担任轮回主
体。“识”的本质是一股不断迁变的意识之流，五蕴
而成，因识偏盛，名之为“识”。这样便成功解释了五
蕴之体如何在三世轮转，使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
槃寂静等“三法印”成为一个圆满而无矛盾的整体。
中国文化中的“魂灵”与印度佛教的“识”是两
个略微相交但差距很大的范畴。康僧会为了得到中
国人的认同，采用中国文化中的“魂灵”来翻译印度
佛教的“识”，把它当作轮回主体。《六度集经》卷 4：
“魂灵变化，轮转无已。”[ 7] 23康僧会不承认魂灵是元
气，但为了与中国文化妥协，便主张魂灵与元气相

合。《六度集经》卷 8：
于是群臣率土黎庶，始照魂灵与元气

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

福所趣。[ 7] 51

（三）太山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死以后，魂灵将归太山。
康僧会接过这一观念，直接将中国的太山置换为印

度佛教的地狱。

《六度集经》卷 1：
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 7] 1

《六度集经》卷 5：
妄以手捶，虚以口谤。死入太山，太山

之鬼拔出其舌，着于热沙，以牛耕上。又以
热钉，钉其五体。求死不得。[ 7] 30

（四）天人感应、天神荣卫
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神秘主义思想的核心。天
神荣卫则是中国民间巫教的理论，其后被道教吸

收。这些中国文化的元素都被康僧会吸收到《六度
集经》中。
《六度集经》卷 1第 3则故事，叙述释迦牟尼前
世为一条大鱼，为救大旱而献身肉供黎民。死后：

魂灵即感为王太子。生有上圣之明，
四恩弘慈，润齐二仪。愍民困穷，言之哽
咽。然国尚旱，靖心斋肃，退食绝献，顿首
悔过曰：“民之不善，咎在我身，愿丧吾命
惠民雨泽。”日日哀恸，犹至孝之子遭圣父
之丧矣。精诚达远，即各有佛五百人来之
其国界[ 7] 2。
故事中太子的表现完全是中国帝王在遭遇自

然灾害时的形象：下罪己诏、斋戒、求告上天等等。
《六度集经》卷 1：“王逮臣民，相率受戒。子孝臣
忠，天神荣卫。”[ 7] 4则表述了天神荣卫的观念。
《六度集经》中还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限于

篇幅，在此无法一一罗列。总之，中国文化元素通过
佛典编译渗透到汉译佛典中，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

意的现象。
前述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主要指翻译者不

懂得印度佛典的真实含义，以格义的态度进行翻

译，故而产生误差。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则是编
译者完全明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在有关问题上

的差异，比如康僧会完全知道中国的“魂灵”并非印
度的“识”，故有时他也采用“识神”一词；他知道“太
山”只是方便设教，有时明确用“地狱”；他知道不能
用元气来解释“识”，故而含含糊糊地采用“魂灵与
元气相合”这一表述以调和印度与中国的灵魂观。
也就是说，康僧会完全明白他的这些说法并不符合

正统的佛教教义，但为了佛教能够在中国顺利传

播，他有意采取上述方法。《六度集经》卷 4有一篇
《之裸国经》，讲兄弟两人到裸人国的故事，可视为

康僧会对自己行为的辩护。即他就像《之裸国经》中
的弟弟那样，不得不入乡随俗，用中国文化对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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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进行加工。
上面以《六度集经》为例，说明佛典编译中的文

化加工。其实在佛典翻译中，也存在对部分经文进
行加工的现象。比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2谓：

大王！未来世中，一切国王、王子、大
臣，与我弟子横立记籍，设官典主大小僧

统，非理役使。当知尔时，佛法不久。[ 10]

由于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建僧籍、立僧官的现象
乃至可能性，只有中国这样集权的国家才产生这种

现象，所以，近代以来一些研究者依据这一段经文，

主张《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伪经。其实，该
经的翻译史是清楚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不

是一部翻译经典，但上述这一段经文，又的确不可

能出自印度。所以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这段文字
是翻译者加进去的。翻译者在翻译佛典时按照自己
的理解加入新的内容，这种现象在中国佛教翻译史

上屡见不鲜。如竺佛念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30卷
时，就加入不少自己撰写的文字。后来被人发现，予
以删除。据《出三藏记集》记载，竺佛念擅自所加内
容，总计竟达 4卷之多。而《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
经》的译者恰恰是自许甚高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
自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毘昙》，非迦旃延子比
也”①。他翻译《大智度论》，翻译到三分之一时说：照
这样翻译下去，全书要达到 1000卷。中国人不喜欢
这样繁琐的东西。于是开始改为编译。老实说，我一
直怀疑，鸠摩罗什的编译，到底有多少文字是他依

据原著撮略的，又有多少文字是他自己发挥的。希
望将来能够发现《大智度论》的梵本，解答我的上述

疑问。总之，像鸠摩罗什这样的佛学大家，如果他在
译本中加入若干自己的内容，毫不奇怪。在当时的
条件下，也没有人会对鸠摩罗什的译本提出质疑。
所以本节开头说，按照现代标准，翻译活动可以分

为翻译、编译两类，但中国古代的佛典翻译情况非
常复杂，很难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还需要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

八 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

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与佛典编译中的文化

加工，论述的都是在域外佛典译为汉文的过程中，

中国文化元素反向介入印度佛典这一现象。严格
讲，这种现象都发生在翻译或编译过程中，但是，汉

译佛典中还有一批经典，经文中也包括不少中国文

化元素，但这些元素却无法用文化反浸或文化加工

来解释。可以肯定地说，在译为中文之前，这些中国
文化元素已经保存在这些典籍中。在此举几个例
子，这些例子有些是前此已经广为人知的，有的是

我发现的。
（一）《大集经·虚空目分》中的十二生肖
这是一个经常为人们援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将十二种动物与十二支配置，成

为十二生肖，这是中国文化的元素。十二生肖最早
产生在什么时候，还可以研究。起码在东汉王充的
《论衡》中，已经有清晰的阐述，而印度没有十二生

肖这一习俗，说明它并非产生在印度，但是在北凉

昙无谶译的《大集经·虚空目分》中，却出现十二个
动物，依次为：南方蛇、马、羊，西方猴、鸡、犬，北方
猪、鼠、牛，东方狮、兔、龙[ 11]。除了将老虎改为狮子
外，《大集经·虚空目分》这十二个动物的排列顺序
乃至方位，与中国的十二生肖完全相同。这种相同，
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大集经·虚空等目分》
中的这些内容，也无法用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或

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来解释。
（二）《四天王经》的诸多问题
《四天王经》，南北朝刘宋时凉州沙门智严、宝云
译。经典不长，今全文移录如下：

佛说四天王经

宋凉州沙门智严共宝云译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

独园。
佛告诸弟子：“慎尔心念，无受六欲。

漱情去垢，无求为首。内以清净，外当尽
孝。以四等心，奉养所生。晨入尊庙，稽首
悔过。朝禀暮诵，思经妙义。以佛重戒，治
心秽病。斋肃静处，数息禅定。反流尽源，
以求道真。寿命犹电，恍惚即灭。
斋日责心、慎身、守口，诸天斋日伺人

善恶。须弥山上即第二忉利天，天帝名因，
福德巍巍，典主四天。四天神王即因四镇
王也，各理一方。常以月八日遣使者下，案

① 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0版，T50，No. 2059，p. 332C4－5。

迦旃延子，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著名理论家，《阿毗达磨发智
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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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下，伺察帝王、臣民、龙鬼、蜎蜚、蚑
行、蠕动之类，心念、口言、身行善恶。十四
日遣太子下。十五日四天王自下。二十三
日使者复下。二十九日太子复下。三十日
四王复自下。四王下者，日、月、五星、二十
八宿，其中诸天佥然俱下。
四王命曰：‘勤伺众生施行吉凶。若于

斯日有归佛、归法、归比丘僧，清心守斋，
布施贫乏，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翫经散
说，开化盲冥，孝顺二亲，奉事三尊，稽首

受法，行四等心，慈育众生者，具分别之，

以启帝释。’
若多修德，精进不怠，释及辅臣三十

三人，佥然俱喜。释勅伺命，增寿益算。遣
诸善神，营护其身，随戒多少。若持一戒，
令五神护之。五戒具者，令二十五神营卫
门户，殃疫、众邪、阴谋消灭。夜无恶梦。县
官、盗贼、水火、灾变终而不害。禳祸灭怪。
唯斯四等、五戒、六斋，犹如大水而灭小
火，岂有不灭者乎！临其寿终，迎其魂神，

上生天上七宝宫殿，无愿不得。
若有不济众生之命、秽浊盗窃、淫犯
他妻、两舌恶骂、妄言绮语、厌祷呪诅、嫉
妬恚痴、逆道不孝、违佛违法、谤比丘僧、
善恶反论，有斯行者，四王以闻，帝释及诸

天佥然不悦，善神不复营护之。即令日月
无光，星宿失度，风雨违时，以现世人。欲
其改往修来，洗心斋肃，首过三尊，四等养

亲，忠于帝王，慈心谏诤，至诚无欺，反前

修来。捐秽浊之操，就清净之道。
若有改邪行就正真者，帝释及四王靡

不欢喜。日月即清明，星宿有常。风雨顺
时，毒气消歇。天降甘露，地出泽泉。水谷
滋味，食之少病。华色奕奕，寿命益长。生
不更牢狱，死得上生天上。福德所愿，自然
飞行。存亡自在，项有日光。食自消化，无
有便利之患。身中香洁，口气苾芬。今日、
月、星宿即诸天宫宅也！七宝殿堂，悬处虚
空，在意所之。寿终下生侯王之家，颜容炜
烨，见者心欢。逢佛值法、贤圣，相连力行，
不与罪会，必得泥洹。斯皆五戒、十善、敛
情摄欲、六斋使然！
拘留秦佛时，人寿六万岁，民性无为，

护彼犹养己，平等无二。彼佛去世，正教衰
薄。民无正行，以渐为恶。其寿日减，至于
百岁。吾善逝后，民违佛教，无复孝子。伺
命减算，寿日有减。天神不佑，凶疫、恶鬼
日来侵害。灾怪首尾，愿与意违，非祸纵
横。生罹王法之囹圄，死入地狱、饿鬼、畜
生。若出为人，必为下贱。善恶追身，犹如
五谷，随其所种，获其果实。亦如夜书，火
灭字存。身死名灭，殃福不朽。慎护尔心、
摄身、守口，五戒、十善可从得道。吾今得
佛，积行所致！”
诸比丘闻经，皆大欢喜，稽首礼佛而去。
佛说四天王经[ 12]

这部经中的诸天伺察、善神拥护、增寿益算、二
十五戒神、天人感应、斋肃首过等等，都与中国文化
的元素在在相合, 也是后世疑伪经《地藏菩萨十斋
日》的依据。难怪日本很多学者视这部经典为中国
人所撰伪经,但是，如果我们信从历代经录的记载，
则这部经典应该属于翻译经典。
其实，上面涉及的一系列中国文化元素，并非

首见于《四天王经》，三国、两晋译出的不少经典，均
有这些内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三）《净度三昧经》
同样是智严、宝云翻译的《净度三昧经》，也存
在同样的问题：

神明听察，疏记罪福，不问尊卑。一月
六奏，一岁四覆。四覆之日皆八王日。八王
日者，天王案比诸天、人民、杂类之属，考
校功最。有福增寿，有罪减寿夺算。
天地浩浩，黎庶无数。诸天、地狱、五

道大王、司命、都录、五官、都督、四镇王、
使者、承天、大将军等，春秋冬夏承天统
摄，禁察非法。总持众生名藉，制命长短，
毛分不差。人民盲冥，了不知天地五官所
记。不能自知生所从来，死至何所。不能自
知命之长短。不知为五官所收录。不知豫
作善求安，不知豫作功德救罪。亦不晓依
附三尊，求后世救。不晓求守戒明经道士，
从求度世道。如牛老败不中用，大家言：
“此牛老败不中用。烦劳牧养，久已无益我
家。但当早杀。可得肉食之，亦可除烦劳。”
人亦如是。不奉持戒禁，亦不作功德，如牛
烦劳大家甚多。不益大家，又不能自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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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道生，道气养之。不肯奉道，亦不能自
度。为五官所收，死付地狱，尽属三十王所
治如是。[ 13]

《净度三昧经》对“五官”解释如下：
六事罪属五官。一者行五逆罪，二者

行十恶，三者不行五戒，四者不敬三尊，五

者不畏天禁。何谓五官。一者仙官主禁杀。
二者水官主禁盗。三者铁官主禁淫。四者
土官主禁两舌。五者天官主禁饮酒。犯罪
属地狱。五官呼名，各自有时。好杀无慈，
心口行恶，为仙官所录，命在春。好盗贪求
无厌劫人，为水官所录，命在冬。好淫欲，
为铁官所录，淫鬼食其不净，并饮心血，病

在心肝肾头目，命在秋。好酒醉乱，仁义不
行，礼教废，为天官所录，命在夏。好妄言、
两舌、恶口、传舌谗人，诽谤圣道，为土官
所录，命在季月。五官主人根，人根从五事
生，故有五官，乃自然之王也。五官及辅
臣、小王、都录、监司、廷尉、邮公、伏夜将
军、五帝使者，收捕罪人录命收神。死者不
同，皆依本罪，故令不同。[ 13]263-264

上述文字，如果从内容考察，似乎并不属于佛

教，但是从南北朝该经译出，直到智升把它视作疑

经，驱逐出藏经之前，它始终保存在大藏经中并被

许多佛教典籍引用①。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认为，这体现了佛教发

展中的文化汇流。如前所说，宗教的传播就其本质
而言是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从来是双向的，

其结果是相互影响的。在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影
响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向西传播，影响了

中亚与印度的佛教。以文化汇流的观点来解释，这
些中国文化元素所以出现在翻译佛典中，是因为这

些元素早就传播到狭义的西域乃至广义的西域，在

当地产生影响，被当地的佛经所吸收。其后又传入
中国，翻译为汉文。简而言之，这些中国文化元素，
经历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九 两条新证据

这一出口转内销的具体过程究竟如何，由于资

料的缺乏，特别由于保存在印度方面的资料的缺

乏，我们现在难以描绘其细节。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
提出若干证据，证明在历史上，这一过程确实存在。

（一）《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我指导的博士生伍小劼今年完成了他的博士

论文《〈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
度经〉为中心》②，文中指出，从经文内容和经文来源

上，都可以判定《大灌顶经》12卷均为中国人撰写的
伪经。该经的成分主要来自道教，也有来自民间巫
道的成分。经文多处抄袭此前翻译的佛经和佛教其
他伪经，作者为刘宋鹿野寺沙门慧简。
有意思的是，这部《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在隋代由达摩笈多译出，名为《佛说药师如来本愿

经》，1卷。到了唐代，先由玄奘译为《药师琉璃光如
来本愿功德经》，1卷；又有义净译为《药师琉璃光七
佛本愿功德经》，2卷。
最早出现的《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无论

从经录记载，还是从内容考察，都说明它是一部伪

经。梁僧佑也在《出三藏记集》中言之凿凿地记载该
经为慧简所撰，但隋唐两代居然可以依据该经的梵

文本先后三次翻译。三次翻译的经文，行文虽然各
有时代特点，但基本内容完全相同。我们对上述事
实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西传到印度，被翻译为梵文（该经的梵文残片近代

在西域发现，为 7世纪写本），又传回中国，译为汉
文。该经在印度流传时本身发生嬗演，所以不同时
代传入并译出的汉文本的行文也就互有差异。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主张

“不生”的佛教体系中，出现一个追求“延寿”的药师
佛本身就是一个异数。仔细考察佛典中药师佛神格
的形成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实际是一个主要

吸收中国文化的营养而产生的佛陀。这个问题比较
大，值得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二）《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
这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伪经，妄称三藏菩提流

志、三藏宝思惟等于崇福寺③同译，实际由唐景龙元
年三阶教僧人师利伪造。《开元释教录》作者智升即
为西崇福寺僧人，他在《开元释教录》卷 18 对此经
有详尽的著录。智升称：

① 方广锠《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目录学考察》（中文、日文），
载《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 2卷，日本大东出版社，1996年。又
以《从经录著录看〈净度三昧经〉的真伪》为名，载《周绍良先生欣
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

② 原文尚未发表，要点发表在《南亚研究》，2010年第 3期。
③此处之“崇福寺”，实为“西崇福寺”。参见《宋高僧传》卷 3、

《开元释教录》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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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曾以此事亲问流志三藏。三藏云：
“吾边元无梵夹，不曾翻译此经。”三藏弟
子般若丘多，识量明敏，具委其事。恐时代
绵远，谬滥真诠。故此指明，以诫于后。其
僧师利因少斗讼，圣躬亲虑，特令还俗。岂
非上天不佑，降罚斯人。又临终之时，腹大
如瓮。恶征遄及，可不惧欤。[ 14]

智升曾经亲自调查知情人，掌握了第一手资

料，证明《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确为伪经。
根据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考订，《示所犯者瑜

伽法镜经》第二品偈颂内容与不空所译的《百千颂

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内容基本相同[ 15]。仅
《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为七言而《百千颂大集经地

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为五言。为避文繁，这里截取最
后一段，以作比较（表 2）。
《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为不空依

表 2

《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 《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

如饿鬼于海 普遍见枯竭 譬如饿鬼临大海 尽见海水皆枯竭

如是少福者 无佛作分别 如是薄德恶众生 口常说言无有佛

有情少福者 如来云何作 此等薄德有情类 诸佛如来不能救

如于生盲手 安以最胜宝 譬如生盲无目人 明珠对前而不见

云何而能见 无上之法身 谁能有力令观彼 无垢清净妙法身

俱胝日光形 光网以围绕 譬如百亿日光明 焰网相覆莫能见

诸天以少善 不能而得见 喻如少福诸天子 下界凡人犹不见

上次于大天 云何而得见 何况自在大天身 岂诸凡愚而得见

彼色不能见 诸仙离烦恼 于彼自在天色像 五通仙人尚不见

天修罗梵等 云何余少慧 何况非天八部神 及恶众生而能见

然以佛威力 清净自心故 要由承佛神力故 能与一切众生乐

能见如是类 获得一切盛 瑜伽观者净其心 彼人聪惠即能见

有情福端严 佛住彼人前 若有福德众生者 常感诸佛在其前

光明照耀身 三十二胜相 圆光围绕共庄严 复具三十二相好

彼如是大天 当见如大海 若知如是大精进 能见智惠深广海

不经于多时 即得智如海 此等众生当不久 功德广大亦如海

世尊彼色身 安住于多劫

能调可调利 趣于戒种类

广寿大瑜伽 少寿何因故

多人俱胝余 示现增减寿

无量俱胝劫 以命命增长

因缘皆无尽 获得无尽果

若有相应显此理 唯身以慧作分析 若能听此妙伽他 自身修行及得见

彼人生于净莲花 闻法所说无量寿[16] 舍命生大莲华中 诸佛说法而能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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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梵文所译，这在圆照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及

《贞元新定释教录》中均有明确记载，不容怀疑。《示
所犯者瑜伽法镜经》出现在前，《百千颂大集经地藏

菩萨请问法身赞》翻译在后。那么，我们的结论依然
只有一个：《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传到西域，译为

梵文，又倒传回中国，重新译为汉文①。

十 结语

文化汇流可以说是文化交流的正常现象，这种

现象不但产生在中印文化之间，也产生在中国与日

本、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众所周知，新罗元晓等高
丽著名僧人，曾经对中国佛教有过重要的影响。又
如我发现古代被视为疑伪经的《佛说孝顺子修行成

佛经》后来传到高丽，演化为讲唱文学《金犊太子》，

而《金犊太子》中的一些情节，又出现在清代的《三

侠五义》当中[ 18]。这里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又是怎样
影响的，的确值得再作进一步的清理。
虽然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但文章至此已经很

长。在此以我在《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前言》
中的一段话作为简短的结语：

人们常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我以为，这
句话有四重含义。
首先，佛教在印度产生后，历史上曾发展出部

派佛教（小乘）、大乘佛教、密教等三大派系，但后
来，佛教在印度衰亡，三大派系都不复存在，而在中

国，却保留了承袭印度部派佛教而来的云南南传上

座部佛教、承袭印度大乘佛教而来的汉传佛教与承
袭印度密教而来的藏传佛教。在当今世界上，如此
完整保留三大系佛教形态的，唯有中国。
其次，宗教的传播，就其实质而言，是文化传播

的方式之一，而文化本来都是适应一定的时空、在
一定的民族人群中产生、发展的；当它传播到另一
个时空、另一个民族人群中的时候，必然会与当地
的原有文化相互影响。如果我们忽略过程，只讲结
果，则其结果可能有三种：外来的压倒原有的，像伊

斯兰教传入中亚等地；原有的消化外来的，像开封

犹太教消融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相互促进、相
互提高、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像佛教传入中国。
我以为，佛教传入中国，可视为不同文化相互

交流的优秀典范。在两千多年的漫长交流中，佛教
滋养了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同时，佛

教受到中国文化的滋养，也极大地改变了自己。最

终，印度佛教演化为中国佛教。就汉传佛教而言，它
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中国文化之鼎的三大
支柱之一；就藏传佛教而言，它与藏族、蒙古族等有
关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成为藏族、蒙古族及有关民族
地区的主流文化；南传佛教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佛教
为中国文化输送了新的血液；中国文化为佛教重塑

了肌体与灵魂，赋予了更顽强、更活泼的生命力。
第三、受中国文化滋养而形成的中国佛教，其

后在周边国家广泛流传，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又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这一点而言，在传入中国的三大系佛教中，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大乘佛
教与汉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汉传佛教，其后在朝鲜、
日本、越南等所谓“汉文化圈”国家成为社会文化中
的主流文化之一。印度密教与藏蒙文化相结合形成
的藏传佛教，曾经在古代世界广泛传播，至今仍在

蒙古国、俄罗斯、尼泊尔、不丹等各相关国家中保持
着强劲的影响。
第四、从更深层次上讲，我们说中国是佛教的

第二故乡，还在于中国文化，包括汉文化与藏蒙文

化，在历史上对印度佛教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重要的

作用。这个问题以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
这些年来，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注意。
佛教是在古代印度起源，然后传遍南亚、东亚、

中亚、东南亚等整个古代东方世界的。对于这一点，
没有人有异议，但是，宗教的传播，其实质既然是文

化的传播形式之一，那么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

的。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由于佛教的发展并没
有局限在印度一隅，而是遍布亚洲各国。在这个过
程中，它受到各国文化的滋养，呈现种种形态。如前
所述，既影响了各国文化，也改变了自己。这种改
变，不仅体现在佛教适应所在地文化的需要，与所

在地文化相融合；也体现在佛教融摄各地的优秀文

化与思想，营养自己，发展自己。举例而言，《大方广
佛华严经》等相当一批大乘经典的产生地其实不是

在印度，而是在我国的新疆，而新疆又是印度文化、
伊朗文化与中国文化（包括汉文化与藏文化）交汇

的地方。因此，这些大乘经典实际是上述诸种文化
共同培育的结果。至于印度佛教密教受中国道教的
影响，已经是人们公认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① 这条材料利用了曹凌同志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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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结论：佛教的产生虽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

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
乃至其他地区文化的汇流。也就是说，中国是佛教
的第二故乡，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结果中，也体现

在历史的过程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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